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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后，东北一些省区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

“官治”的区乡行政，其基本特点是首领人员
由国家行政长官任免，这为以后的区村制度

打下了基础。张作霖主政东北时期，王永江
实行区村制度，区长需县知事任用，由县知

事保送二三人作为候选人，经省长面试考察

合格者才能充任。实际上，这种制度只是“略
存自治之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官治[1]3264。从
国民党统治在县级政府之下设立官僚化的

“区”开始，乡镇一级行政机构开始扩张，国
家机构比过去任何朝代都更加深入乡村社

会，“科层制化”成为近代东北乡村治理的显
著趋向。这使得当时东北社会中人际关系日
益趋于理性化，即使是陌生的人也能够以组

织职务任职者的身份建立相互关系，而这正

是现代社会得以运作的条件之一。同时，它
还使得科层制官员的决定和行动，无论是在

政策制定还是在政策执行上，都受组织本身

的目标或需要支配，而排除个人需要和愿望

的干扰。正因如此，韦伯认为，现代科层制是
理性化最集中的表现和重要方面，它对于提

高管理效率、推动社会合理化方向发展，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近代东北乡村行政制度演进中凸显

“精英政治”特征

有头脑、有经济实力、有广泛的人际关
系、有名望，在难以处理的乡村事务中说得
上话，办事妥帖稳重，为人正直，这是一般乡

民所公认的“能人”形象。也就是我们现代意
义上的所谓“社区精英”。在近代东北乡村行
政制度流变过程中，无论是乡约、地保，自治
乡绅，还是区长、村长、闾长、邻长，他们的遴
选标准大都符合乡民心目中的“能人”形象。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士绅精英

的治理，士绅作为乡村社会的精英阶层几

乎垄断控制乡村的文化资源、政治资源，并
且掌握了相当多的经济资源，实际掌控着

乡村治理的主要权力。清末东北新政中，一
些士绅开始掌握自治的权力。在奉天省，地
方自治选举人员“应由地方官遴派官绅充
之”[1]2262；在黑龙江省设立谘议局，“选派公正
明达官绅创办其事”[5]2183。在东北自治过程中
士绅的权力又得到进一步伸张，县乡政权基

本掌握在他们手中，实现了由宗族精英向体

制内政治精英的转化。即使在科举制被废除
后，原有的乡绅无论在政治、文化还是经济
资源的占有上仍居优势地位。之后王永江实
行的区村制度及国民政府时期的改革无不

凸显“精英政治”的特征，如关于村长村董资
格的规定“办理地方公益，确有成绩者。品行

端正，家道殷实，素家乡望者”[2]249，以及关于
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暨闾长、邻长资
格条件“家道殷实办事素称公正者、热心公
益为民众所信仰者”的规定；在正副乡镇长
的条件中除了对从政资历有规定，如“曾办
地方自治满一年以上者”，还对学历有较高
要求“在高小学校以上或与有同等程度之学
校毕业者”[6]。这些限定性内容无疑是指向当
时社会的“精英”阶层。
总之，东北乡村行政制度近代化是东北

地区近代化过程重要表征，近代化的内涵不

是单一的经济的工业化，而且还包括政治的

民主化、文化的多元化和社会的整合化。从
此意义上看，东北乡村社会行政制度、管理
体制的发展演进成为东北地区近代化鲜明

的历史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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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作为“半边天”的广大
妇女迎来了天翻地覆的时代，在政府倡导

下，纷纷脱离家庭羁绊的她们走向社会，参

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从“家庭
中的人”逐渐演变成“社会中的人”。北京地
区作为全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缩影备受

世人关注。本文通过对 20世纪 50年代上半
期妇女地位提升历程的考察，从政治层面、
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及社会层面厘清此时期
北京地区妇女解放的内容、发展线索并对其
中的某些问题作些相应的探讨。
一、建组织、颁法律，提升政治地位
建国伊始，北京地区迅速建立起了妇女

各基层组织，妇女联合会、妇女联
谊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北京分
会、中华妇女节制会北京分会等纷
纷承担起各自的工作。1950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为了
使这部新《婚姻法》被更多人认可
和接受，北京市各级妇联大张旗鼓

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宣传，

至 1952年底，由妇联组织的大小

报告会就有 1500 余次，座谈会

5000余次[1]。以下数字展示出妇女

组织的工作成绩，1955年统计，自主婚姻已

达到申请结婚登记的 97%。另据对 237户和
睦家庭的调查，1956年上半年和睦家庭比

1955年增加了 5%，占总户数的 23%强；比

较和睦的家庭占到 60%强。违反《婚姻法》的
现象减少了，童养媳、干涉寡妇再嫁、重婚等
现象已基本消灭，严重虐待，打骂

妇女亦大为减少[2]。
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国家政

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

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标

志。积极参加选举，获取选举权亦
是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上

世纪 50年代上半期，选举突出表现为这样

两个特点：一是投票人数明显增加；二是女

代表的选举由被动参加转向有意识的主动

参与，代表的产生也由开始时的多数由邀

请、团体选派产生，逐渐过渡到大多数由选
举产生。1949年 8月，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女代表 41

人，仅占代表总数的 12.3%，但到

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时女代表已

增至 98人，占到了代表总数的

17.6%[3]296。值得关注的是，在选举
中不仅女干部的数量日益增多，

其职权范围亦逐渐扩大，从事职

业也日渐广泛。从统计资料看，
1950 年时妇女干部数已遍及妇

联、区妇联、中苏友协、机关党委、
公安系统、电车、汽车、自来水公
司、合作社、工商局等部门[4]。至
1956年，政府、法院、各区乡已均
有相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
除制定、颁布宏观性法律外，
北京地区各部门、厂矿等还纷纷
制定、推行了一系列保护女工利
益的条款条例。建国初，与生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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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制度建立同时，就有了初步的女工劳动保

护规定，在不少新建和扩建的中小工厂中，对

女工的一些特殊问题也作了相应规定。
二、走出家庭，积极投身生产劳动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一
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5]72建国
初，民生凋敝，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

和发展国民经济，此时期妇女解放较偏重于

经济层面，因女性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一

半，所以在劳动力急缺的情况下，鼓励妇女

参加生产受到重视，1950年北京市委制定

了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

务的工作方针，积极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并对思想保守、反对妇女参加生产的家长进
行说服教育。以郊区农村为例，1952年农业
合作化运动刚开始，就有不少妇女报名参加，

待合作化实施后，很多过去不下地的也参加

了春播、麦收、夏锄等生产。据对丰台、东郊、
昌平、矿区 22个社的统计，参加生产的妇女
达 8388个，占妇女劳动力总数的 82%强。妇
女出勤率也有明显增加，南苑区社两个大队

共有 84个女劳动力，在 5个月内参加生产的

有 57人，出勤率在 100天至 156天的有 44

人，占出勤妇女总数的 70%[6]。
经过几年的发展，妇女工作的范围愈加

广泛，原先没有女工的部门，开始有妇女参

加，如在机械工业部门，第一次出现了女铸

工、钳工、车工、铣工、刨工、电工和机械修理
工；在交通事业部门，妇女们担任了汽车司

机、售票员，担任铁路上的列车员、调度员、
车长等职务；不少建筑工地上，出现了瓦工、
木工、油漆工、壮工及操纵洋灰搅拌的女工。
当时妇女们形象地把这种突来的变化叫“三
解放”：一解放指政治解放，是说妇女在家
庭、社会的地位提高了，由家庭中的人变成
了社会的人，以前只是关心柴米油盐等家庭

琐事，现在是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大事。二解
放是指初步掌握了各种业务技能。三解放指
参加生产后有了自己的收入，家庭生活好

了，心情也舒畅了。
三、重学习，多参与，重塑自我意识
中国妇女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制度的约

束及压迫，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大部分处于

文盲或半文盲状态，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高

低直接影响到妇女地位，虽然政府提供了法

律条文确保妇女的参政权及经济权利，但要

真正做到男女平等，必须先解放妇女自身的

思想、提高其觉悟、改善妇女的素质。北京市
政府对此事极为重视，把它作为一件重要事

情来抓。根据妇女生产和工作的特点，北京

市在工厂、机关街道、农村开办了各种形式
的学习组织，进行扫盲工作。如机关、工厂、
街道开办业余学校，农村举办常年农民业余

学校和季节性的冬学。据相关资料统计，
1955 年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市民 40000 人

中，妇女占 67%[6]。一首民谣形象地反映了扫
盲运动中妇女识字后的高兴和自信心理：

“别看我年老脚又小，文盲帽子摘掉了。再过
一年或半载，要和中学生比比瞧！”[7]妇女在
学习文化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许多过去妇

女很少涉足的科目，如土木工程、电机工程
等，也有不少女学生进行学习。
通过基层组织的大力宣传教育及相关

法规的颁布，越来越多的妇女逐渐懂得了自

身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她们和男子一样积

极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
“三反”、“五反”、增产节约、思想改造等一系
列群众运动，并在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如在支援抗美援朝中，北京市广大女工、
农妇用增加生产来支援志愿军，并送夫、送
子去参军；在街头组织宣传队，用快板、唱
歌、活报剧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又如在“三
反”、“五反”运动中广大妇女积极投入了揭
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检举“五毒”的斗
争。通过参与一系列社会运动，妇女们的觉
悟大大提高，生产、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她们
在各种运动中逐渐认识到自身蕴含的伟大

力量，从而更加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

建设的洪流中去。
新政权建立后，为了打破旧有思想观

念，鼓励女性们放下包袱，勇敢地走出家庭，

回归到社会中，政府采用了最为快捷的方

法，即“集中组织起来”，统一管理。据统计，
建国头三年组织到工会的女职工有 45000

余人，组织到机关和保育界的妇女代表会议

中的女干部和保育工作者有 11189人，组织

到家属代表会议中的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

有 35743人，组织到手工业合作社和生产小

组的劳动妇女有 17579人，街道和农村的分

散的家庭劳动妇女也已组织了起来[8]。集中
管理的措施，加速了旧有社会结构、家庭结
构的瓦解，与其他国家女性解放运动相比，

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呈现出别样的特色。
四、启示及思考
启动于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女性解放

运动给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身份处境带来
了显著的变化，且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延续至今。当时的政府运用政权力量快速而
高效地开启了中国传统妇女向现代妇女转

型的闸门，为广大女性追求自由、平等、民主

开辟了道路，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在这场运
动中，参与政治、参加生产劳动、参加社会活
动三者呈现出密不可分的关系，譬如，参与

社会生产活动不仅使女性们在生产上拥有

了发言权，社会熔炉的熏陶与锻炼还拓宽了

她们的视野，为其进一步提升政治经济及社

会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容否认，成绩值
得肯定。但时隔 60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这
场运动时，不觉发现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

题。比如说，文明的进展和观念的转化并不
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目标的制订与实际水

平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落差，这一落差的产生

后来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大规
模的集中生产来说，这一举措使长期屈从于

家族、丈夫的女性们走出了家庭，走向社会，
突如其来的社会转型、家庭转型使众多的女
性们旧有的思想观念被打破，而重新构建的

新观念又一时难以形成，妇女们对自身获得

权利的认识模糊不清，渴望独立平等，又不

知该如何独立平等的她们从媒体宣传中寻

找着自己的定位，最终把媒体上所树立的典

型作为了自己效仿的“新范式”。在劳动光荣
的强大舆论灌输下，在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

后，妇女们还要与男子从事同等负荷的集体

劳动，比干劲，比拼劲。南苑区西红门乡个别
女社员和男社员比赛抬土，累得吐血，少数

妇女怀孕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加上为了多挣

工分，愿干重活以致造成了流产[9]。又如《婚
姻法》颁布之后，有些妇女错误地认为只有
自己与丈夫离了婚才能得到解放，于是离婚

的人数日益增加。这些事实折射出此阶段的
妇女们仍缺乏女性自觉意识，缺乏女性的普

遍觉悟和自主努力。妇女地位的提升除了需
要国家推动和法律的保障外，还需妇女主体

意识的觉醒和她们自身不懈的努力。此阶段
的外力推动虽然表面上看似达到了既定目

标，但从长远看，却蕴含着隐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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